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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相对应，纪实文学或曰非虚构文学，也是文学族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支。

它们有别于历史和新闻，有时又呈现出“跨类性”，因而有着独特的文体美学风貌。此诚如韦勒克和沃

伦所言：“我们还必须承认有些文学，诸如杂文、传记等类过渡的形式和某些更多运用修辞手段的文字

也是文学。”[1]非虚构性、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性共同构成纪实文学的基本写作伦理。这其中，以田野

调查、新闻性和文献性等元素构筑了此类文体有别于虚构文体的“非虚构性”，以充分表达作家主体诉

求的、侧重于反思与批判的思想、情感或文化观念，构筑了此类文体的“文化反思性”，以融合多种文学

或非文学因素的艺术表现方式，构筑了此类文体的“跨文体性”。如果说，“跨文体性”并非纪实文学所

独有，其它文体或隐或现也有存在，那么，“非虚构性”以及以非叙事性话语或曰人格化叙述为代表的

“文化反思性”则能够比较显明地标注其文体的独特存在价值。因此，是否具有此“三性”、是否能将此

“三性”融合贯通为一体，正是检验纪实文学文本纯正与否的基本标准，而以此标准衡量有着百余年历

史的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尽管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也不乏可点可赞的经典之作。近期读到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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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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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华先生所撰“故宫三部曲”可为此作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某种意义上讲，故宫是一部“凝固”的中华史诗。无论是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物质载体，

还是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故宫无疑都是最具标志性的。黑格尔说：“史诗就是一个

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1]迄今为止，一些历史文献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存

在，但有关故宫的文艺性表达并不多见，从文学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历经

近10年时间，章剑华写出由《变局》、《承载》和《守望》等三部长篇纪实组成的“故宫三部曲”[2]。在近80
万字的篇幅中，作品以文学纪实的方式，全景式演绎出故宫博物院90年的前世与今生。“三部曲”还以

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近现代中国三个重大转折时间节点作为叙述的视角，在纵横捭阖

之间，不仅形象地描绘了故宫的沧桑巨变，更由此透射出近百年中国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到自立自

强、走向复兴的伟大历程。

一

与小说等虚构文体有所不同的是，纪实文学具有显在的非虚构性特征，而支撑这种特征的是其田

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对纪实文学而言，走出书斋、获取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田野调查无疑是至

关重要的，它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文类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凡古今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在此方面都堪

称典范，“故宫三部曲”亦是如此。面对故宫这样一个具有6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博大精深

的史诗般的真实存在，任何虚构都不足以凸显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故宫三部曲”以纪实方

式对北京紫禁城由皇宫演变为故宫博物院、直至形成海峡两岸“一宫两院”格局的历史进程予以清晰而

生动的客观呈现，在彰显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性上下足了功夫。这首先表现在作者十分注重对于故宫博

物院历史演变进程的田野调查。譬如在写作《承载》的过程中，不仅搜集大量的文字资料，还“向故宫博

物院、南京博物院院长请教，采访当年参与故宫文物外迁的老人，与老一辈的故宫人的后代进行交流；

利用出差的机会走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当年故宫文物外迁的部分路线和贮存

地；多次到朝天宫库房察看当年的南迁文物和原有的包装箱等”[3]。这样亲力亲为的零距离采访、交流、

问询和查看，在获取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多样化资讯的同时，也营造出一种能够返回真实历史情境的“现

象场”。这正如弗里德伦德尔在谈到历史叙述时所说：“只有兼顾幸存者的声音，才能确保历史叙述的

客观性。因为这样的历史叙述把两种真实性结合在一起了：历史报告的科学的真实性和幸存者回忆的

偶然的真实性。”[4]从这个意义上讲，田野调查使“故宫三部曲”的“非虚构”特性得以保障和凸显。

除却田野调查之外，新闻性和文献性要素也深入地体现在“三部曲”中。三部作品的出版恰逢故

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且描述的对象又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其新闻价值不言而喻。而作者立志于将“三部曲”写成文学版“故宫通史”和“故宫观

止”，力图使之成为可传承的历史性文本的努力，也增添了其文献价值。就文献意义而言，“三部曲”在

所有以故宫为对象的叙述文字中独树一帜。这一方面因为它是文学化的历史表达，而非纯粹的历史

叙述；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的题材选择的重要性，以及对象的唯一和叙述角度多元的紧密结合。众

所周知，相比较虚构文体，纪实文学对于题材的依存度往往比较高。“故宫三部曲”将故宫博物院90年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8页。

[2]章剑华：“故宫三部曲”——《变局》、《承载》、《守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3]章剑华：《守望》，第318页。

[4]〔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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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历程作为题材选择，无疑获得了一个高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对象唯一、题材明确的基础上，

精心构筑了各有侧重的叙述点，使纷纭复杂归于纲举目张，于线索交织缠绕之中见出高屋建瓴之巧。

“三部曲”之一的《变局》重在讲述紫禁城转变为博物院的复杂历程，凸显一个由帝制到共和、由专制到

民主、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字；《承载》重在叙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力挽狂澜于既倒，将故宫文物

“国宝南迁”的历史壮举，凸显一个在面临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捍卫民族文化根基与血脉

的“承”字；《守望》则重在书写“一宫两院”的格局之下，人物与文物的离合与悲欢，凸显一个期盼两岸

和平统一的“望”字。“变”、“承”、“望”三字，以故宫博物院为中心，将激荡百年的近现代中国如画卷般

展现在世人面前。《变局》凡23章，着力于“变”，详尽叙述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的覆灭、末代皇帝溥仪

被逐出紫禁城，皇宫变故宫博物院的惊心动魄之历程。它活画出封建与反封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

与反复辟的你死我活之战。《承载》聚焦的是“承”，写故宫万件文物的万里大迁徙，以世界战争史上规

模最大的文物迁移，从一个侧面来展现中国文化战线上历时十余年的抗日战争，形象地诠释“文化抗

日”的深刻内涵，表现出作者对于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独具慧眼和标新立异。故宫以及故宫文物具有

非凡的价值与意义，正如书中人物——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俞同济所言：“它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物化了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是华夏子孙赖以生存的

根和魂，其价值无可估量。”[1]因此，保护、守护故宫文物，就是保护和传承作为国之命脉的中华文化遗

产，就是在恪守民族尊严、延续民族之根、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发生。《守望》叙述的是两岸分离所带来

的“一宫两院”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之下曾经的故宫博物院知名人物的离合与悲欢。又通过详尽描述

分别收藏于“一宫两院”的书法、绘画、青铜器、历史文献等“镇院之宝”，表达两岸和平统一、亲朋好友

团聚、文物完美合璧的深情愿景。因此，其重点在期望、盼望、渴望之“望”。在作者如此严丝合缝的安

排下，“故宫三部曲”既呈现出再现对象的唯一性和确指性，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使题材充满张力，

为后世留存认知的广袤空间。这正应和了梁启超在谈到治史时所言：“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

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甚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

彼此便相互联络了。”[2]

二

如果说，“非虚构性”是对纪实文学真实客观再现现实世界法则的奠定，那么，“文化反思性”则是

给予其写作主体的基本要求。纪实文学作家并非“有闻必录”的记录员，或复印机和麦克风，只能复制

或成为传声筒。在强调非虚构性的同时，纪实文学仍然需要表现出作家侧重于反思与批判的思想、情

感或文化观念的独具特色的主体诉求，即作家可以出现在作品中，“去发现、质疑、品味、探索、观察、交

流、好奇，最重要的是思考。”[3]作家“出场”的方式，主要通过文本所设置的非叙事性话语表现出来。这

种话语类似于布斯等人所称的“人格化叙述”——“人格化叙述是指作者或叙述人经常介入故事，在故

事叙述中直接现身说法的叙述方法。”[4]这一点与小说等虚构文体隐蔽作者及其观点的做法有着重要

差异。因此，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家一定首先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故宫三部曲”对这一点的

体现也是十分鲜明的。

[1]章剑华：《承载》，第10-11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3]〔美〕雪莉·艾利斯编：《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刁克利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77页。

[4]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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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三部曲”所展现的作者的主体诉求，集中体现在其文化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等方面。

这种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意识鲜明地映现在作者的写作动机之中。与当下一些纪实文学的“命题写

作”或“邀约写作”不同，“故宫三部曲”的写作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有感而发和自觉主动。该著的“后记”

中即有这样一些文字：有感于目前对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外迁历史反映的零星和片断，抑或“重物不

重人”，甚至因两岸分离导致故宫人不愿提及这些话题等原因，作者决意要将这段“决不亚于战场上的

拼杀与流血”的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甚至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冲

动。我是想干就干、说干就干的那种人，于是立即动手，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1]。在写

作《承载》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这段历史的前端和后端——“即皇宫是怎样变成故宫的？”

“‘一宫’是怎样变成‘两院’的？”“于是，我决定写一部‘故宫通史’，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一直写到现

在。”[2]由决意展现一段历史的写作动力，转化成演绎一部“通史”的写作行为，如果没有强烈的文化担

当和历史责任意识，作者不可能如此这般“刨根问底”、穷追不舍。这无疑是一种去功利有情怀的写

作、一种担大义有风骨的写作、一种为民族甚至为人类的写作，它立足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还原历

史的方式凸显历史发展的正能量，不仅十分契合非虚构创作的实质，也使“故宫三部曲”在立意上具有

了历史的深度和史诗的气度。

作者的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意识更多地体现在“故宫三部曲”中大量使用的非叙事性话语之中。

这些话语既有自身态度和观念的表达、情感的抒发、对所描述的人和事的评价，也有对读者阅读的引

领和推动。如《变局》中作者不仅指出皇宫变博物院的意义——“将昔日帝王的宫苑禁地变为普通百

姓可以参观的场所，将几百年来仅供皇帝享用的珍宝文物变为全民族的共有财富。这是辛亥革命之

后的又一重大胜利，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和丰功伟绩。”[3]同时也对“变局”予以深刻的点题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变局，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局，这是一次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将

来产生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变局。”[4]此语告诉人们，将象征昔日皇权的建筑物改变成为人民共享的场

所，决不仅仅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更替，由封建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变革才是其实质所在。在《守望》

里，为引领读者的认知，作者谈到典籍的意义：“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的‘郑和宝船’，

它的内容、形态和语言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和文明的真实写照，是一个民族传承历史文化的最主要的载

体，能激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5]李石曾是《变局》中所再现的核心人物，他孜孜以求于故宫博

物院的筹建。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作者对其在推进故宫博物院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历史的发展，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某个拐点。历史人物的作用，就是在历史和社会发

展进程中捕捉到积极的信息，进而迅即行动，起到‘顺势而为’的作用。不论其主观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只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社会潮流，就能成为历史人物乃至历史伟人，反之就是历史的罪

人。”[6]这段话凸显出作者推崇“顺势而为”的历史责任意识，其实已经超越了对李石曾个人的评价，进

而显示出对普遍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价值的概括力。

这样一些非叙事性话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封建王朝的“复辟之梦”与革命者的“共和之梦”之间的

浴血博弈，表达出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形态、制度、文明之来之不易。在揭示中国现代社

会和文化走向的必然逻辑的同时，这些话语还以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作者的这种文化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既是“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自身质素

之体现，更应和着当下“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需求和历史趋势。

[1][2][5]章剑华：《守望》，第318页，第319页，第256页。

[3][4][6]章剑华：《变局》，第332页，第326页，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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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纪实文学是对历史或现实的书写，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将其完全等同于历史，准确地说，它是对历

史的文学化表述，是一种力求生动的非虚构叙事。从艺术表现上观之，这样一种叙事具有比较显明的

跨文体性，即借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甚至新闻、史料、书信等非文学文体的表

现方法，形成兼容并包的交叉性文体的本质，也是纪实文学成为一种特殊意味“文学”的基本规范。

在“故宫三部曲”中，除却叙述性文字外，新闻和文物照片、诗歌、书信、人物生平简介等渗入其间，

形成图文并茂、虚实相间的互文效应。“为了避免过去记述中‘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文中有一些还原、

想象和虚构的内容”，“但我尽量依据真实的史料，力图做到主要事实、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真实性。”[1]

作者在该著“后记”中所说的这段话表明，在摹写和再现现实世界而非想象世界的“经验的故事”写作

中，确保主要事实、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是一个基本伦理。为求得叙述的完整性和生动性，作者运用了

联想或再造想象等手法，用以塑造人物、组构细节、营造场面，此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类似传统演

义小说的某种笔法，注重历史现场的还原、人物言行的刻画、细节和场面的表现，富于传奇性和可读

性。“社会契约不给纪实文学以虚构——造假的权力与自由，却不要求它的描述与现实完全一致，达到

‘无差别境界’，而给它以虚构以外的表现与创造的艺术自由，包括某些不可或缺的合理想象。”[2]

从结构上说，“故宫三部曲”体现出时空大跨越的叙事特质。它的时间维度长达百余年，即从

1911年的武昌起义写到2013年两岸故宫院长的互访，其空间跨度涵盖大陆、台湾、香港等两岸三地和

英国。对此，作者并非空泛叙事，而是力求宏微相间，将时代风云融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表现。

当然，他始终未离开一条红线，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酝酿、诞生、发展，“一宫两院”的分离和守望。形

成既有结构的主脉贯穿、也有叙述的枝叶相辅相成的丰富性。“故宫三部曲”所再现的内容各有不同，

但基本都是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进行结构，此在《变局》和《承载》两部作品中尤为明显。《变局》讲

述故宫博物院诞生的全过程。时间自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开始，直至1930年故宫博物院在“变

局”中绝处逢生、艰难前行。这其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袁世凯专权复辟、冯玉祥政

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等影响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得到生动表现。在血雨腥风、两军对垒、反复较量

的格局中，以李石曾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和革命者将筹办博物院作为推翻帝制、宣示共和、更新文明的

试金石，不遗余力、不畏风险、不怕牺牲，最终取得了成功。《承载》基本按照故宫文物南迁与西迁的始

末顺序结构全篇，即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至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品写到南迁计划的酝

酿、争议、冲突、成行，几经周折，途经上海、南京、长沙、重庆、贵阳、汉中等地，在中国西南部的安顺、乐

山和峨眉山等地安顿下来，抗战结束，又重新东迁至南京，最终回到故宫。将过去有关文物南迁的零

星叙述转换成全景式的系统展现，将“重物不重人”的记录变成形象化的书写。在时间跨度为十余年，

空间涉及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的大时空叙事中，作品对事件采取了双线并置叙述的方式，即保护

迁移文物的中方的行动，与欲抢、偷、夺文物的日方行动相互交错叙述。既是真实再现历史原貌，也使

叙述波澜起伏、张弛有度。《守望》采用时空交错式结构，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起点，直至2013
年两岸故宫院长的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互访。既有叙写海峡两岸“一宫两院”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的命运与归宿，也有第10至16章分别讲述“三帖”、“天下行书一二三”、“富春山居图”、“毛公鼎与大方

鼎”、“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等多个“镇院之宝”或完美合璧或分置两岸的状况，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

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在时空频繁转换之中完成“守望团圆”的主题诠释。

[1]章剑华：《守望》，第319页。

[2]马振方：《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6页。

207



纪实文学的非虚构叙事及其主体诉求

2016/5 江苏社会科学· ·

与这样的结构相对应的是，“故宫三部曲”呈现出诸多令人如临其境的精彩场面，诸如《变局》中慈

禧召见李鸿藻父子；李石曾暗访琉璃厂和荣宝斋、获知溥仪转移文物；李石曾面见段祺瑞揭露溥仪阴

谋；蔡元培、李石曾与袁世凯斗智；李宗侗遭父亲逼婚、与易叔本闹别扭。《承载》中马衡会郭葆昌见到

故宫三希堂的两幅帖；徐森玉深入虎穴见土匪；朱树声为调查易培基与吴瀛起冲突。《守望》里那志良

与单士元六十年后的台北相见；马衡赴上海邀请徐森玉回故宫工作；“文革”中造反派打砸故宫；毛泽

东私访故宫；宋美龄向庄尚严学习绘画；吴瀛会董必武谈易培基案等。这些场面描述将人、事、景、物

等要素进行巧妙安排，使标示着时代风云的大环境与再现人物和事件的小环境互为映现融合。

“现代叙事非虚构作品的独到之处就是它能够用人物、动作、场景、年表和动机来代替新闻中的人

物、事件、地点、时间和原因。最成功的故事能够将人物放在主导地位上，掌控整篇叙事。”[1]作为一个

对于故宫博物院诞生发展的文学纪实，“故宫三部曲”并未见物见事不见人，而是再现了诸多人物形

象，以各色性格鲜明人物的呈现，“掌控”全篇，表现出人性描摹的深度。系列、丰富、全面、个性化，是

这一人物形象图谱的突出特点。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有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孙

中山、李大钊、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董必武、冯玉祥、张学良、袁世凯、溥仪、慈禧、段祺瑞、蔡元培、

林森、宋美龄；也有与“一宫两院”关联的人物——李石曾、易培基、马衡、吴瀛、吴仲超、那志良、单士

元、俞同济、沈兼士、徐森玉、杭立武、庄尚严、秦孝仪、蒋复璁、周功鑫、郑欣淼、冯明珠、单霁翔、周旬

达、张继、郭葆昌；有为青年——李宗侗、易叔本、高茂宽、周若思、王立文、马彦祥；甚至还有日本特务

金花玉、本田喜多，汉奸赵光希，盗贼武庆辉、陈银华、韩吉林等。在《变局》中，作者以主要人物——海

外留学归来的革命党人李石曾为筹建故宫博物院殚精竭虑的故事为叙述核心，刻画了革命党人、保皇

势力、末代君王等诸多人等的忠奸善恶。在《承载》中，作者不是简单地记录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而

是写出围绕南迁所展开的各方角逐，在始终伴随着南迁与反对南迁的斗争和冲突中再现人物性格。

作品一方面写出了一批如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吴玉璋、高茂宽、吴瀛等忠诚的知识分子形象，凸显这

些人物以生命守护国宝、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和主动意识；另一方面，还描述了反对南迁的张继、周肇

祥、周旬达等人物，并还原出其复杂的人性。在《守望》中，作者既详述珍贵文物的两岸“分离”，更着力

于表现的是如高茂宽和周若思等隔海相望的相思之苦，故宫人马衡、吴瀛的凄凉晚景，以及那志良、单

士元跨越一甲子的相会，还有“一宫两院”领导人的互动互访，以及“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

个600年”的庄严承诺。此外，“故宫三部曲”还分别叙写了李宗侗与易叔本、高茂宽与周若思等两对

青年男女的爱恋情感。这并非闲来之笔。作者力图以他们的情感故事写出对封建婚恋观念的反叛、

青年的觉醒、时代的变迁，以及青年一代忠于祖国和人民，献身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的可贵品质。

“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像，即实际发生的

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2]“故宫三部曲”以关乎中华民族文化承传和中国人民集体记

忆的故宫为叙述对象，以史诗的方式书写史诗，无论对文学，还是对历史，抑或对人生与社会，其意义

其价值不可估量。从纪实文学的角度而言，“故宫三部曲”对于“非虚构性”、“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

性”等三个最为重要的写作伦理的实践颇具启发意义和引导意义，它不啻为当下纪实文学的文体写作

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激浊扬清的范例，也清晰地标示着这一文体的未来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平 啸〕

[1]〔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版，第76页。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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